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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战时报人的新闻观察与思考

———杜绍文 《战时报学讲话》 对战时新闻学的贡献

蔡　 罕

摘　 要： 文章分析了抗战时期 《战时记者》 主编杜绍文 《战时报学讲话》 一书对战时新闻学的贡献，
这主要表现在： （１） 探讨了战争与新闻学的关系， 提出了 “健全的新闻学” 研究之构想； （２） 论证了新

闻是抗战的一种 “新文器”， 是制敌克胜的法宝； （３） 呼吁制定新 “新闻政策”， 促成 “一个民族一个意

志一个舆论” 的实践； （４） 强调战时报人的职业操守， 提出要建设 “中国本位的新闻教育”； （５） 匡正战

时新闻事业的缺失， 揭示了抗战后我国报业的变化与发展； （６） 分析了新闻的职能与特性， 指明了 “新
闻纸” 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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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 日，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召开了 “抗战烽火中的复旦新

闻人” 座谈会， 追忆 “复旦新闻六君子” 为中国抗战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在受纪念的人物中， 杜

绍文就是其中的一位。
杜绍文 （１９０９－２００３）， 广东澄海人。 １９２７ 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学专业。 大学毕业后， 曾留学任

教， 后在江苏镇江 《苏报》 《杭州民国日报》 （１９３６ 年改名 《东南日报》 ） 任职。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杭州沦

陷后， 随东南日报社迁至金华， 任该报国际新闻版编辑， 兼任 “国际一周” 专栏主任。 １９３８ 年 ９ 月，
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会刊 《战时记者》 创办， 杜氏任主编。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 他离浙赴湘， 任 《湖南国民

日报》 总编辑、 社长， 亲历了三次长沙会战。 作为 《战时记者》 的第一任主编， 杜绍文筚路蓝缕， 为

《战时记者》 创办与如期刊出付出了心血。 从创刊号 （１９３８􀆰 ９） 开始至第二卷第 ５ 期 （１９４０􀆰 １）， 他在

每期刊首连续发表了 《记者节与反侵略》 等 ２１ 篇文章， 这些文章于 １９４１ 年由战地图书出版社结集印

行， 取名 《战时报学讲话》。 拂去历史的封尘， 当我们再次捧读此书时， 我们不仅可以读出它远隔时空

的学术价值， 而且还能清晰地感受到抗战烽火中一代报人所跳动的时代脉搏， 他们所肩负的时代使命、
对敌斗争的精神、 抗战建国的爱国热情， 以及他们的新闻理想。 这里， 笔者仅仅从新闻学的角度， 谈

谈杜绍文对抗战时期新闻事业的观察与思考， 探究 《战时报学讲话》 对 “战时新闻学” 的贡献。

二、 《战时报学讲话》 对战时新闻学的贡献

所谓 “战时新闻学”， 是指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年代， 我国新闻学界、 业界的精英们对新闻

事业所进行的 “工具理性式” 的思考与研究， “新闻救国” 成为当时新闻研究的新方向， 人们视新闻为

武器， 提出要开辟宣传与舆论战场， 发挥新闻的 “纸弹” 效应； 战时报人应该共赴国难， 为捍卫民族

的生存与独立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抗战烽火中应运而生的 《战时报学讲话》， 就是杜绍文针对抗战的形势发展与时局的需要， 对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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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新闻学与新闻事业所进行的专业思考与学理性的分析， 这对于战时新闻学的建树与抗战新闻事业的

指导均起着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 《战时报学讲话》 的研读， 笔者现将杜氏对战时新闻学的研究与贡献

归结如下：
（一） 探讨了战争与新闻学的关系， 提出了 “健全的新闻学” 研究之构想

战争的环境下是否还能开展正常的新闻学研究， 这是抗战开始后人们对包括新闻学在内的诸种学

术前途的担忧。 但是， 杜氏却力排 “战时不能研究学术” 的悲观论调， 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学术主张，
他在 《战争带来了健全的新闻学》 等文章中， 对战争与文化、 战争与新闻学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的论述。

首先， 杜氏提出 “战争是文化的肥料” 的观点。 他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 带有深厚的

民族色彩。 当战争爆发， 外来的文化不断刺激着本国文化， 势必会发生二者的斗争和交融。 在大规模

的战争中， 不好的文化将遭到淘汰， 优秀的文化则得到继承与发扬。 因此， 战争有着 “净化文化的作

用”。 它不但能 “促进文化创造文化”， 而且还可以 “涤荡过去的陈腐文化， 和淘汰不能适合环境要求

的文化”。［１］正因如此， 战争对于文化的发展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接着， 杜氏批驳了 “战时不能研究学术” 的论调。 许多历史事实证明， 战时对文化的重视 “尤甚

于平时”。 因此， “战时不惟不宜停止学术的研究， 相反的， 更须在炮声中， 炸弹下， 沙场上， 地窖里，
竞作各种学术的研究”。 抗日一方面是 “为维护我们锦绣的河山”， 另一方面 “即在维护我们珍贵的文

化”。 抗战的胜利， “即为中国文化的胜利”。 “研究学术是一件不朽的事业， 无论任何空间时间， 其重

要性永不会消失。” 在杜氏看来， “前方的作战与后方的研究， 有着同等的价值”。［１］（１８）

最后， 杜氏提出 “藉着战争的泥土， 培养出一朵健全新闻学的奇葩， 系新闻学者一件神圣的职

责”。 对于什么是 “健全的新闻学”， 杜氏在 《新闻学能成立吗？》 一文有过论述， 他在分析了世界各

国新闻学的理论体系后指出： 当前世界的种种新闻理论， “均是有所偏颇， 不能称为健全的体系”。 “我
们想象中的新闻学”， 应包含下列几个因素： “它是综合的， 集各种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人文科学于

一炉； 它是比较的， 存优而去劣， 留其精华而弃其糟粕； 它是前进的， 不断自量的发展中， 改进其品

质， 改善其内容与外观； 它又是新颖的， 站在时代的前锋， 生生不息的新陈代谢着， 做一切学问技术

的先导者和模范者”。［２］笔者以为， 杜氏 “想象中的新闻学”， 即是他理想中 “健全的新闻学”。 同时，
杜氏就有效展开健全新闻学研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首先， “应运用国家力量， 替有志于新闻学的人，
设法解决其生活问题， 让他们安心研究， 然后根据这些研究的结果， 再用政府的力量， 推行于整个国

家的任何角落”。 除各大学设立新闻系外， 国立中央研究院 “宜加设一新闻学的研究所， 招收新闻学的

研究生”。 其次， “新闻学论著的索引工作， 须有一番广大、 精深、 详确的改造”。 第三， 要改变 “交通

不发达， 教育不普及和经济不宽裕” 的现状。 此外， 也要解决 “政治的背景为之作梗” ［１］（２０－２１）的现象。
总之， “战争带来了健全的新闻学” 的观点使我们看到了抗战时期一个新闻学者虔诚的专业理想。

在 “亡国论” 甚嚣， “战时不能研究学术” 的论调中， 杜氏从战争对文化的净化作用出发， 希望此次抗

战能带来健全的且其学理 “又须适于我们的国情” 之新闻学， 呼吁有志于献身新闻学的同志们， “要以

加倍的努力， 去实践这个合理的愿望！” ［１］（２１）这无疑给当时的新闻界带来了一种坚持新闻学术研究的信

心、 勇气与希望， 它赋予战时新闻学以智慧， 给坚持抗战的新闻学者开启了光明的前景。
（二） 论证了新闻是抗战的一种 “新文器”， 是制敌克胜的法宝

战时新闻学的一个重要而突出的观点是新闻 “武器论” ———新闻是抗击日本侵略的一种战争工具。
这种观点是新闻 “工具论” 在抗战时期的升级体现， 它反映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 中国

新闻工作者以新闻宣传为武器， 自觉地担负起 “反侵略， 谋自卫， 求生存” 的神圣职责， 开辟抗战新

战场的斗争气概。
首先， 杜氏认为在现代战争中新闻 （宣传） 与经济、 军事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 现代战争已不

是 “军事上的单纯动作”， 它需要经济、 军事、 宣传等方面的准备。 在经济、 军事、 宣传三者之间， 杜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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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引用 《孙子兵法》 中 “攻心为上” 的观点， 认为经济和军事固然是 “战争中制胜的因素”， 但是

“其最后决胜工具， 则有赖于报纸的宣传”。［３］ 在当时抗战的敌我力量对比上， 我方 “物质之准备不如

人， 军事之装备更不如人”， 这就需要我方 “以攻心的纸弹， 俾济战场上子弹之穷” ［３］（５１） ， 充分使用

“纸弹” 的威力。 这个 “纸弹” 就是报纸的宣传。 杜氏认为， 这颗 “纸弹” 之所以 “力能挫暴”， 其威

力不在于火药和铅头， 而是来自于 “正义和事实”， “以正义制裁侵略， 以事实揭破阴谋”。 虽然敌人

“在子弹上稍占便宜”，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 在 “纸弹方面”， 他们 “则大

败特败”，［３］（５１）因为 “全球爱好和平崇尚正义的人们， 都站在我们这一边， 援华反日的运动， 更如火如

荼普遍于世界的任何角落， 我们的纸弹已经攻陷敌人的心房了”。［３］（５２）

其二， 进一步充实了战时新闻学的 “新文器” 理论。 在 《新文器和新武器》 一文中， 杜氏首先提

出并分析了 “新文器” 的威力不亚于 “新武器” 的观点。 继而分析了新闻宣传这种 “新文器” 的结

构， 认为 “新文器” 由新闻事业、 新闻记者、 新闻教育等三个部分组成， “新闻事业系新文器的基干，
新闻记者为运用新文器的兵员， 而新闻教育， 则是训练新闻记者的技术， 使能制出一张力量较大之新

闻纸， 从而促进新闻事业的发达。” ［４］从发挥战斗效用的角度来看， “新闻记者系新文器的战斗员， 新闻

教育系新文器的训练部， 而新闻事业则一面系新文器的实习场所， 一面又是新文器的作战疆场”。 至于

新闻政策， 杜绍文则认为是 “使用新文器的战略”。［４］（６４） 最后， 杜氏认为 “新文器” 可从 “消极方面”
与 “积极方面” 发挥其功效。 消极方面， “为彻底摧毁敌对的势力”， 可以 “鼓吹有利于我的宣传”，
“暴露敌人所有的弱点”， “争取第三者的对我同情， 令进一步化同情为辅助”。 积极方面， 则可以 “提
高自己的信心， 毅力和警觉性”； “瓦解敌方的内部”； “揭示我之必胜与敌之必败， 助我之利与中立之

害， 使第三者无碍于我的中立， 进至有助于我的帮忙。” ［４］（６６） 这些观点对于正确发挥战时新闻宣传的

“纸弹” 功效， 均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其三， 指出 “纸弹” 效应的发挥， “不重在消极的事后检查， 而重在积极的事前推动”。 为此， 杜

氏就如何 “制造和应用这种纸弹”， 提出了 “宣传的原则要单纯， 宣传的方法则要统一集中与普

及” ［３］（５２）的主张。 “单纯、 统一、 集中、 普及， 系战时 ‘纸弹’ 的必要原料， 缺乏这种原料， 就减少了

‘纸弹’ 的爆炸力和破坏力”。 他还认为： “三十二条的抗战建国纲领， 悉能吻合单纯、 统一、 集中、 普

及的宗旨， 我们必须把纲领中的每一条， 每一行， 每一句， 每一字， 全部灌注到全国军民的脑海中，
并以之诉于举世的列邦人士”。［３］（５３）

总之， 杜氏之 “新文器” 理论对于正确理解新闻宣传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 以及如何发挥 “纸弹”
的抗战威力均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 呼吁制定新 “新闻政策”， 促成 “一个民族一个意志一个舆论” 的实践

所谓 “新 ‘新闻政策’ ”， 就是有别于平素的战时新闻政策。 战时新闻是 “统制” 的新闻， 一国

要取得战争的胜利， 必须 “在思想方面， ……以齐一的步伐， 用统一的阵容， 实施宣传的新方针”，［５］

这就要求政府制定战时新闻政策， 以指导战时的新闻工作。 杜氏是新闻政策研究的专家， 早在复旦求

学时就致力于新闻政策的研究， 其本科毕业论文 《新闻政策》 就对新闻政策的溯源、 演变、 价值、 趋

势等， 作过颇为详尽的论述。 １９３９ 年， 他在 《战时记者》 首卷第 ４ 期上发表的 《新 “新闻政策” 》 一

文， 则是他对战时新闻政策的思考与研究。
在 《新 “新闻政策” 》 一文中， 杜氏从人类新闻传播发展史的角度， 论证了自从有新闻传播就有

“新闻政策” 的观点， “新闻政策的运用， 可以说系人类的一种本能”。 从原始人类社会的图腾符号、
“口头新闻” 到 “书写新闻”， 再到 “印刷新闻”， “新闻政策的表现方式或包含内容虽不同， 而其发自

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则亘万古而不变”。 都是 “一样的” “施行利己的宣传”， “一样的是有意无意间应

用巧妙的新闻政策”。 到了近代， 新闻政策已变成 “国策的一部”， “它以国策为政略战略， 而以纸张、
笔墨、 广播、 放映等工具为利器， 从事于克敌制胜的思想战、 言论战等战斗战役， 而预期收获利己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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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的战果”。［５］（５７）所以， 杜氏认为， 要取得抗战的胜利， “除在军事上作机动的反攻， 政治上作政略的进

攻外”， 必须要制订 “新 ‘新闻政策’ ”， 只有这样才适合当前抗战建国事业的 “新需要”， “藉以创造

一个光明开朗的新形势”。［５］（５４）

最后， 杜氏指出新闻政策的最高目的， 是缔成 “一个民族， 一个意志， 一个舆论”。 所谓 “一个民

族”， 就是要爱护中华民族； “一个意志”， 就是要增加战斗意志； “一个舆论”， 就是要鼓吹 “民族至

上， 国家至上， 军事第一， 胜利第一！” ［６］ 这 “三个一” 即为 “新闻政策具体的结晶”。［５］（５８） 杜氏呼吁：
当前， “我们正以全民族力量的总和， 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周旋”， “民族至上、 国家至上”， “军
事第一、 胜利第一”， “意志集中、 力量集中”， 这三个指标， 一方是最高度的升华， 一方又是最低浅的

要求； 我们希望从这新 “新闻政策” 的确立， 促成 “一个民族一个意志一个舆论” 的实践。［５］（５９）

总之， 杜氏的 《新 “新闻政策” 》 一文， 反映出一个战时报人对于确立战时新闻政策的渴求， 它

在论证制定战时新闻政策合理性的同时， 也提出了战时新闻政策实施的愿景———实现 “一个民族一个

意志一个舆论” 的新闻实践。 这也反映出战时报人从民族自由独立、 抗战建国事业取得胜利的角度出

发， 自觉接受新闻 “统制”， 甘愿放弃新闻自由， 实现舆论一律的良好愿望。
（四） 强调战时报人的职业操守， 提出要建设 “中国本位的新闻教育”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 在这场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血战中， 要打赢新闻战、 宣传战， 战时报人

的专业素质与职业操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此， 杜氏对战时报人提出了要求与希望， 对如何建设

中国本位的新闻教育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首先， 杜氏号召战时报人要 “站在反侵略的第一线”， 要担负起 “反侵略， 谋自卫， 求生存” 的神

圣职责， 成为 “反侵略的急先锋”，［７］ 其 “最低程度的神圣任务” 是： 第一， “确保胜利的信心”； 第

二， “倡导同胞的气节”； 第三， “发扬正确的舆论”。［８］当前其 “最低限度的工作”， 在国内 “须加速唤

起全民族的反侵略意识， 以驱除敌寇， 做每一个人的实际行动”； 在国际上， 要宣示中国 “不仅有反侵

略的坚强决心， 且有反侵略的庞大力量”， “把我国反侵略的狂暴的可歌可泣事实， 用直接间接的方式，
广为宣扬， 使爱好和平崇尚正义的友邦， 毅然决然地站在我们这一边”， 并 “加紧援华反日”。［９］

其二， 要树立 “民族至上国家第一的道德”。 杜氏认为， “抗战伟业系目前的唯一真理， 报人道德

应以此真理为依据。 这个真理的具体行为， 是 ‘抗倭高于一切、 一切服从于抗日’， ‘集中力量、 统一

意志、 整齐步伐、 以争取最后的胜利’ ” ［１０］ 。
其三， 要加强 “自我扶助” 和 “自我教育”。 杜氏指出： “ ‘自我扶助’ 和 ‘自我教育’， 系我国战

时报人的两 大 指 标。 达 到 这 两 个 指 标 的 最 低 水 准， 才 能 形 成 ‘ 一 个 民 族、 一 个 意 志、 一 个 舆

论’ ” ［６］（８９） 。
其四， 要具有 “四种精神”， 负起六大任务。 杜氏提出： “一个健全的报人， 必须具备创造、 服务、

奋斗、 牺牲等四种精神”。 “报人是否能站在时代的浪头， 或被时代的狂涛所冲灭， 纯视能否创造、 服

务、 奋斗、 牺牲以为断”。［１１］同时， 还提出报人要英勇地负起 “六大任务”： “一为报导的任务， 二为宣

传的任务， 三为组织的任务， 四为战斗的任务， 五为创造的任务， 六为改进的任务”， 只有这样 “才能

形成一个健全的报人”。［１２］

新闻教育事关新闻人才的培养， 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与能力与新闻教育密切相关。 但是， 上世纪

３０ 年代新闻教育在我国的历史至为简短， 尚处起步阶段。 对于当时新闻教育的状况， 杜氏认为是失败

的， 而失败的症结 “主要的为教育与社会不贯通， 理论与实践不贯通， 驯致学校自学校， 报馆自报馆，
学理自学理， 事实自事实， 格格不入， 到处凿枘， 互相排斥， 互肆诋评。 根本的原因， 就在于学校所

习的， 不是社会所要的， 理论所发挥的， 又不是容易于实践的。 我国社会机构的窳陋， 新闻园地的荆

棘， 固使优秀的新闻人才， 无法学以致用， 但新闻教育者和被教育者， 缺乏决心以开辟新风气， 没有

能力以开辟新环境， 要为其中的主因。” ［１３］ 为此， 杜氏呼吁： 在这 “一面抗战一面建国的大时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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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新闻教育 “尤不容其长此泄沓下去”， “应即取人之长， 补己之短， 弃其糟粕， 采其精华， 顾全

事实， 适应需求”。 他希望 “中央各有关系的机关”， “能够认识报纸是社会教育的利器， 而报人则为制

造报纸的动力， 对此 ‘教育的教育’ 之新闻教育， 能有中国本位化的一番新型建设”。 “中国本位之新

闻教育的重要原则， 简言之， 就是如何使教育与社会相贯通， 如何令理论与实践相贯通而已”。［１３］（８８）

从强调战时报人的职业操守， 到提出要建设 “中国本位的新闻教育”， 从中反映出杜氏对战时新闻

人才的重视。 诚如杜氏所说 “一个健全的报人， 不是咄嗟之间可用人工制成的”， 他 “既须较常人有深

一层的观察力鉴别力， 又须较常人有进一步的活动力坚韧力， 劳倍于人， 乐薄于众， 事居人前， 功在

众后”。 对于这样人才的培养问题， 杜氏在 《建设中国本位的新闻教育》 一文中引用了先辈戈公振先生

的一席话： “……就学新闻教育， 应以兴趣为前提， 迨献身于新闻事业， 尤应以人格为要件” ［１３］（８７） 。 这

也就是说， 中国本位的新闻教育是要培养有人格的新闻人才， 笔者以为， 这应是杜氏所谓 “健全报人”
的固有之意。

（五） 匡正战时新闻事业的缺失， 揭示抗战后我国报业的变化与发展

“强化宣传则系把握胜利的阶梯”。 作为 《战时记者》 主编， 杜氏深知新闻宣传的时代意义与抗战

作用， 但他也看到了抗战以来宣传工作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严重影响着新闻纸这颗 “纸弹” 威力的发挥。
正如杜氏在 《战时记者》 创刊号 《记者节与反侵略》 一文所说的， “我国过去反侵略的宣传， 组织欠

完善， 工作欠紧张， 联络欠密切， 内容欠充实， 手段欠敏巧， 范围欠广泛， 一切侦察、 分析、 统计、 研

究、 归纳、 诊断、 策应、 交际、 分配等工作， 类皆未能恰到好处。” ［７］ 针对这些情况， 杜氏多次撰文进

行了批评指正。
首先， 分析了当前报人环境的两大缺憾： 第一， 报界缺少中心的组织。 第二， 报人缺乏健全的训

练。 杜氏指出， 抗战以来新闻界 “缺乏中心的组织”， 致使各地新闻宣传 “各自为政， 陷于盲动乱动的

状态中”。 同时， 各地报馆、 报人之间 “问题从无讨论， 意见难以磋商， 深刻一致的见解， 亦不易激发

和蔚成了”。［８］（１）而战时报人 “缺少健全的训练”， “系我国战时新闻界的一大问题”。 这种现象不解决，
“则所谓正确报导， 可以说付诸空谈”。［８］（１）

第二， 指出战时新闻的 “四个显著的毛病”。 一是公式化， “构成陈腐的 ‘抗战八股’， 不易使人动

听”； 二是夸大化， “片面的夸大， 非唯不能成事， 反之， 适足以偾事”； 三是表面化， 没有从 “深入”
下功夫； 四是贫乏化， “不能满足战时人们 （对抗战新闻） 的饥渴”。［１４］ 杜氏认为， 一篇完好的新闻，
光有 “新闻价值” 而没有 “新闻技巧” 是不行的。 “新闻技巧的上乘， 系令人有如 ‘置身事中’ ”；
“中乘则使人近乎 ‘似观剧然’ ”； “下乘则只是 ‘人云亦云’， 一点适如其会的作用都没有”。［１４］（３１） 要

提高新闻的写作技巧， 杜氏认为要向我国古代经典著作 《水浒》 《红楼梦》 学习。
第三， 分析了影响 “纸弹” 射程和威力的若干不利因素。 杜氏对当时国内 “汉奸敌探， 多如牛毛，

征兵募款， 到处困难， 腹地人民对于抗倭战争， 尚多漠然视之” 的现象深感焦虑， 对 “前线军队抗战

民众逃亡” 和 “后方人民醉生梦死的麻木形态” 痛心疾首。 他认为产生这种 “畸形状态” 的主要原因

是 “过去报纸的不能使人人买得起， 看得懂， 和过去报纸的不能散布民间”，［３］（５２） 而教育的不普及和宣

传的不深入正是影响 “纸弹” 效应的原因。 为此， 杜氏提出： “我们应使报纸的文字， 人人看得懂， 报

纸的价钱， 人人买得起， 看报买报的欲望， 人人觉得需要”， 实现 “这三个最低线的要求”， 则 “系报

人必须兑现的起码创造力”。［１２］（９７）

与此同时， 杜氏还深入分析抗战以来中国新闻事业的新形势， 揭示了抗战后我国报业的变化与发

展。 第一， 报人 “由聚居一处而散开各地”， “遍布了穷乡僻壤朔漠蛮荒”； 第二， 从前办报 “非钱莫

举”， 现在则出现了 “有人就有报” 的现象， “人的价值远驾物的价值， 人的意志可以克服物的困难”；
第三， 从前 “服务人群与营利维持， 固为新闻纸的生命线”， 现在 “惟主持正义和反抗侵略， 尤在服务

与营利之上”； 第四， “新闻纸除报告、 解释、 分析、 教育、 组织、 训练诸任务外， 还有一个最基本最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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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要的任务， 那便是 ‘战斗’ ”； 第五， 战前 “以纯商业性为号召的新闻纸， 今后将不易立足”； 第

六， 战后所出现的 “流动性的新闻纸”， “不独在战时发挥其最大的效用， 战后亦有其存在的必要”。 杜

氏认为： “一张流动的新闻纸， 等于一座活的学校， 费少而效宏， 为现代国家所不可或缺”。［１５］

总之， 杜氏对抗战以来中国报业存在问题的分析， 可谓切中要害， 这对于纠正抗战新闻事业的缺

失， 改正抗战宣传工作的时弊， 均有正确的指导作用。 而杜氏所揭示的抗战以来中国新闻事业所出现

的新现象、 新特点， 实则是对抗战时期中国新闻事业新形势的概括与总结。 抗战以来， 报业由聚而散，
由固定而流动， 由 “非钱莫举” 的商业办报变为旨在 “主持正义和反抗侵略” 的宣传办报， 这不仅反

映出抗战的新闻事业有如星火燎原， 发挥着战斗的威力， 而且还决定着将来中国新闻事业的光明前途。
（六） 分析了新闻的职能与特性， 指明了新闻纸未来的发展方向

战时新闻学强调新闻学的 “工具理性”。 所以， 从 “一切服务于抗战” 出发， 杜氏认为， 新闻学

“系政治斗争和思想锻炼的主要工具， 亦系社会改进和各项建设的无上利器， 且兼有教育、 组织、 宣

传、 训练等功能”。［２］（３５）基于这种观念， 杜氏对新闻纸的职能与特性都进行了新的思考与定位。
首先， 杜氏将新闻的职能分为 “消极的” 与 “积极的” 两个部分。 新闻的职能有两点： 一为 “供

给敏确的新闻”， 一为 “代表真正的舆论”， 但抗战的形势对新闻的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就是新闻

要成为 “教育并组织读者的工具”， 新闻纸 “要分析新闻并提示新闻， 指导读者一条光明途径”。［１５］（１）

基于此， 杜氏认为， “报告新闻和代表舆论两点， 仅是新闻纸消极上的职能”， 而 “其积极上的效用，
则为新闻纸的教育性及组织性”。 “新闻纸为活的教育， ……是一位 ‘无音的良师’ ”， “能激励读者意

识， 使其认识自己， 认识世界， 组织成坚强的一群”。 正因如此， “新闻纸的进步性， 就要看其教育与

组织的效率如何而定”。［１５］（２）

其二， 在新闻纸的诸种特性中， 杜氏特别强调其 “国族化” 之特征。 新闻纸具有 “有恒化”、 “大
众化”、 “时代化”、 “国族化” 等特性。 而能 “反映国族利益的新闻纸， 始不失其存在的真价值”。［１５］（２）

其三， 提出要 “创造新闻纸独特的个性”。 杜氏认为， 商品可以标准化， 但是 “新闻不能标准化”。
“近来我国各处报纸， 内容多属平凡”， 就是 “现阶段的我国报业” 的 “普遍的 ‘同病’ ” ——— “新闻

的过于标准化” 所造成的。 要克服这种现象， 有一个大前提， 那就是 “新闻不能标准化， 而必须个性

化”。［１６］接着， 杜氏就如何创造新闻纸 “个性” 的问题， 提出了他的设想。 杜氏认为， “读者为一张新

闻纸所赖以存在的生命线”， “我们创造新闻纸的个性， 便从读者的兴趣入手”， “将读者群细加分析”。
“读者群的兴味即对象”， 我们可以 “迎合他们的意旨， 以为立论编报的南针。 而表现为适如其分的纸

面， 这是形态”。 “对象和形态的总和， 就是新闻纸的个性”。［１６］（８３－８４）当然， 杜氏也指出： “新闻的个性，
必须旨趣高尚， 绝对不可为逢人之好， 而自趋于卑鄙下游， 诲淫诲盗的个性”， “我们这里所探讨的个

性， 第一要具崇高的报格， 第二要有精彩的特色， 第三要循合理的途径， 第四要用正常的竞争， 第五

要尊重读者而不阿附读者， 第六要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
笔者以为， “创造新闻纸独特的个性” 可以作为杜氏 “制造理想中的新闻纸” 的一个注脚。 抗战新

闻是 “统制” 新闻， “统制” 下的新闻， 难免产生 “地方报和都市报” 的新闻来源 “同出一流”、 新闻

内容 “完全雷同” 之弊端， 难免会受到新闻 “标准化” 的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 杜氏探讨新闻纸独

特个性的问题， 实际上是他对 “理想中的新闻纸” 的一种寻觅， 也反映着他试图为中国新闻纸的发展

指出一条光明大道的思考与探索。 正因如此， 杜氏将 “新闻学” 定义成 “研究制造理想中的新闻纸之

学问”。［２］（３７）

三、 结 　 　 语

上述所总结的六个方面， 只是概括地说明了杜绍文 《战时报学讲话》 对战时新闻学的理论贡献，
实际上， 该著对战时新闻学还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由于不成体系而未加论述。 比如 《儿童该有自己的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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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 一文， 就反映出杜氏对战时民众， 尤其是儿童媒介素养培养的重视。 作为上一世纪 ４０ 年代初出

版的一部新闻学论著， 作者学术观念的先进性是非常明确的。 比如， 在许多人认为新闻学不够称

“学”， 顶多只是一种 “术” 时， 杜氏就断定 “新闻学不但是一门学问， 且是一门综合的 ‘学’ ”，［２］（３５）

并且认为新闻学 “不是独立的科学”， 它必须与经济学、 政治学、 社会学、 史地学等其他学术 “作平行

而不偏枯的研究”，［１］（２０）又如， 杜氏对当时出现的广播、 无线电报、 电视、 电影等 “新媒体” 持肯定的

态度。 在其主编的 《战时记者》 中， 曾专门开辟 “电枪与子弹” 的特辑， 介绍广播、 无线电波、 新闻

电影在宣传功能上所带来的巨大效应。 他还发表了 《敌乎？ 友乎》 一文， 认为广播和电视这两种 “新

媒体” 与报纸， 存在着既竞争又统一的关系。 报人 “不特不能仇视这两种科学的新利器， 相反的， 必

须引为亲挚的同伴”，［１７］这样才能保证新闻的园地与日俱新。 这些观点， 即便从今天来看也是正确的、
不落后的。

当然， 限于时代， 杜氏的某些新闻学观念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比如， 杜氏将 “新闻学” 定义成

“研究制造理想中的新闻纸之学问”， 就反映着当时将 “新闻学” 等于 “报学” 的一种时代局限性； 杜

氏之 “新文器” 论， 对新闻与宣传这两种不同的概念有时是混淆着使用的； 限于历史之局限， 杜氏的

新闻观是 “三民主义” 的新闻观。 但是， 将 《战时报学讲话》 一书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 其主

张 “抗战救国” 的新闻观无疑是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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